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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Meta-Analysis)· 

高绩效工作系统会降低员工幸福感吗？ 

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张兴贵 1  胡献丹 1  苏  涛 2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商学院, 广州 510006) (2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520) 

摘  要  基于 53 篇文献的 55 项独立研究、研究样本总人数达 51750 的数据, 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

感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 并检验了文化和行业差异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 (1)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

工幸福感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即具有“一致效应”, 而非“矛盾效应”。(2)文化情境调节了高绩效工作

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在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文化情境下, 员工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主观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3)行业对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 医疗服务业员工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 但医疗服务业员工

感知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低于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高绩效工作系统

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启示学界重新认识和审视高绩效工作系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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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近 20 年来, 随着员工中心人力资源实践的兴

起 ,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与 员 工 幸 福 感 (employee 

well-being, 简称 EWB)的关系成为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的重要课题(Guest, 2017; 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作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通用方

法和最佳实践, 高绩效工作系统(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简称 HPWPs)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尤其受到学者的关注(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 Guerci et al., 2022), 但现有研究发现, 人力

资源管理对于员工幸福感具有“矛盾效应”, 在改

善某方面幸福感的同时 , 会破坏另一方面(Grant 

et al., 2007), 存在“双赢论”和“冲突论”两种不同

的观点。 

“双赢论”主张, HPWPs 不仅提高了组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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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雇主受益, 而且提高了员工幸福感使员工受益, 

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Ho & Kuvaas, 2020)。冲

突论认为, 员工幸福感与组织绩效是两个不同的

目标(Macky & Boxall, 2008), HPWPs 通过提高组

织绩效使雇主受益, 但却降低了员工幸福感, 导

致了“冲突”的结果, 因此, HPWPs 具有“矛盾效

应”或“双刃剑效应”。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实证研

究的支持, 一些研究发现, HPWPs 对工作满意度

(Takeuchi et al., 2009)、积极情感(Luu, 2019)、心

理幸福感、健康幸福感(Khoreva & Wechtler, 2018)

均有积极作用, 能够提升员工幸福感(Huang et al., 

2016; 孙健敏 等, 2018; 曹曼 等, 2019); 支持了

“双赢论”。另一些研究发现, HPWPs 增加了员工

的工作压力, 工作焦虑和角色负荷(Jensen et al., 

2013), 导致情绪衰竭(Boselie et al., 2005; 孙健敏, 

王宏蕾, 2016; 张军伟 等, 2019), 对员工幸福感

产生负面影响(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 Qi 

et al., 2021); 支持了“冲突论”。本研究认为, 现有

研究之所以得出分歧的结论, 可能的原因在于:  

第一, 与员工幸福感的类型有关。员工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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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是一个多维度的理论建构, 有主观幸福感、心

理幸福感和整合幸福感三种范式, 其测量维度有

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健康幸福感和社会幸

福感, 既有正面指标如工作满意度和积极情感、

也有负面指标如负性情绪和工作压力、工作倦怠

等。因此, HPWPs 对员工幸福感的不同维度(如心

理幸福感和健康幸福感)和指标(如正向指标和负

向指标)的效应可能并不一致。然而, 现有研究只

是考察了员工幸福感的部分指标, 如一些研究只

考虑了工作满意度, 发现 HPWPs对绩效和幸福感

均有积极的影响(Riordan et al., 2005)。另一些研究

只调查了健康幸福感(如心身症状), 发现 HPWPs

对工作绩效有积极影响, 但对员工幸福感有消极

影响(例如, Truss, 2001)。因此, 迄今为止, 关于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部

分维度和指标 , 忽视了员工幸福感的多维性

(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 Guerci et al., 2022), 

有关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的不同维度与指标之

间的关系尚未得到系统的实证分析(Guerci et al., 

2022)。 

第二, 现有 HPWPs与员工幸福感具体维度关

系的研究结论, 除了与心理幸福感正相关的结论

一致外, 与其余三个维度关系的研究结论依然存

在分歧。首先, 虽然 HPWPs 对主观幸福感和关系

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的结论得到了多数研究

的支持, 但也有研究发现,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

(Khoreva & Wechtler, 2018; Guerci et al., 2022)和

关系幸福感负相关(Khoreva & Wechtler, 2018)。其

次, 虽然 HPWPs对员工幸福感的负面效应主要体

现在健康幸福感(Ogbonnaya & Messersmith, 2018; 

Salas-Vallina et al., 2021; Qi et al., 2021; Huang et al., 

2018)的结论得到了多数研究的支持, 但也有研究

发现, HPWPs 能够提高员工健康幸福感(Mihail & 

Kloutsiniotis, 2016)。由此可见, HPWPs 与员工幸

福感具体维度的相关性研究, 其具体强度和方向

的结论并不一致, 需要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分析。 

第三, 现有研究结论的分歧, 可能源于已有

研究忽略了 HPWPs 影响员工幸福感的情境变量, 

即二者关系的边界条件。现有 HPWPs 的研究倾向

于采用“普适观”, 认为 HPWPs 在所有国家、行业、

组织中都是有效的(Rauch & Hatak, 2016)。然而, 

HPWPs 的有效性受到多种情境和条件的制约(孙

健敏, 王宏蕾, 2016),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组织

文化、工作特征、人口学变量等因素的调节作用, 

忽视了文化情境和行业差异的影响(Pagán-Castaño 

et al., 2020)。员工对 HPWPs 的感知和解释会影响

其在工作中的态度和行为(颜爱民 等, 2016; Drover 

et al., 2018), 而员工对 HPWPs 的主观感知会因其

文化价值观 (苏涛  等 , 2019)和所处行业的不同

(Tzabbar et al., 2017)而有所差别 , 但是 , 有关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文化背景和行业差

异的研究还较为罕见。 

第四, 虽然一些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与员工

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性综述(Guest, 

2017; 张兴贵 , 陈玮瑜 , 2017), 但少有研究聚焦

于 HPWPs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基于元分析方法

的文献研究尚未发现。作为量化的文献研究方法, 

元分析具备两个不可比拟的优势 (Certo et al., 

2006): (1)它能够合并统计处理同一主题的多个实

证研究结果, 更准确地估计变量间关系的大小和

真实的相关方向, 获得更有说服力的普遍性结论; 

(2)它可以探讨变量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 检验其

中的调节效应, 更好地诠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 本研究运用元分析方法, 系

统检验员工知觉的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期望在两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 厘清 HPWPs 与员

工幸福感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 其强度和方向如

何？以检验 HPWPs 对员工幸福感的作用是否具

有“矛盾效应”？“双赢论”还是“冲突论”更契合二

者的关系？以期澄清以往研究存在的分歧。第二, 

探究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情境制约因素, 

二者的关系是否受到文化情境和行业差异的影

响？以期为因地制宜地发挥 HPWPs 的效用提供

理论依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概念与测量 

人力资源系统是基于组织价值观和战略目标

的一系列人力资源政策、项目与实践的组合

(Arthur & Boyles, 2007)。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随

着人力资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简

称 HRM)在组织中战略地位的确立, HRM 研究由

微观的职能导向转变为宏观的战略导向(Wright & 

Boswell, 2002), 它关注人力资源的整体功能对组

织战略目标与绩效的作用。Huselid (1995)指出 , 

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是整体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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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而非单个的人力资源实践, 整合的 HRM

系统具有特质性、复杂性、难以模仿和路径依赖

等特点, 更有利于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 

高绩效工作系统(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简称 HPWPs)是以提高组织绩效为目标的一系列

既独立又相互关联且具有协同效应的 HRM 实践

组合(Wright & McMahan, 1992)。关于 HPWPs 的

界定目前依然存在分歧。多数观点认为, HPWPs

也被称为高绩效工作实践、高参与工作系统、高

承诺工作系统、最佳人力资源实践等(刘善仕, 周

巧笑, 2004; 程德俊, 赵勇, 2011)。但也有观点认

为, HPWPs、高参与工作系统和高承诺工作系统是

三种不同的 HRM 系统(张正堂, 李瑞, 2015), 它

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HPWPs 以提高组织绩效为

目标 , 高承诺工作系统旨在提高员工组织承诺 , 

而高参与工作系统强调通过员工的参与实现组织

目标。鉴于现有研究中存在分歧, 为了避免争议, 

本研究仅以高绩效工作系统或高绩效工作实践作

为研究对象, 统一用 HPWPs 作为简称, 检验其对

员工幸福感的效应。 

HPWPs 所包含的 HRM 实践主要有: 选拔性

招聘、广泛的培训、基于绩效的薪酬、员工参与

决策、信息共享、工作安全感(工作稳定性)、团队

合作(自我管理团队)、灵活的工作安排、员工关系

等实践(Combs et al., 2006; Sun et al., 2007; 张正

堂, 李瑞, 2015)。基于 AMO 模型, HPWPs 由三个

关键实践组合构成: 选择性雇用和培训属于能力

提升型实践, 以提升员工的能力达到适当的绩效

水平; 绩效评估和薪酬属于动机激发型实践, 旨

在激发员工活力, 充分挖掘员工潜能; 而灵活的

工作设计、信息共享、员工参与决策、团队合作

等实践属于参与机会型实践, 旨在为员工创造积

极参与工作的机会。由于 HPWPs 提高了员工的能

力 , 激发其工作动机 , 创造员工参与的机会 , 从

而提高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 进而影响了组织

绩效(Van De Voorde et al., 2012)。 

关于 HPWPs 的测量存在组织和员工两种不

同的研究视角, 组织视角从宏观层面关注组织实

施的 HPWPs 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多采用管理者

/HRM 经理对 HPWPs 进行评价; 而员工视角的研

究则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感知的 HPWPs 对个人

绩效、幸福感、主动行为、敬业度等的效应(Zhang 

& Morris, 2013)。起初, HPWPs 的主流研究关注组

织实施的 HRM 实践对组织绩效的作用, 近年来

研究者更加关注员工感知的 HPWPs (Jiang et al., 

2015; 郑晓明 等, 2020)。这是因为组织与管理者

实施 HPWPs 的意图或预期与员工对 HPWPs 的感

知并不一致, 加之组织实施 HPWPs的强度存在差

异(张军伟 等, 2019), 因此, 导致员工对相同的

HPWPs 存在不同的归因和情感体验(Chuang & 

Liao, 2010)。更为重要的是, 相对于管理者实施的

HRM 实践, 员工感知的 HPWPs 对个体行为结果

具有更强的预测力(Kilroy et al., 2016), 因此, 本

研究采用员工的主观感知来界定和测量 HPWPs。 

2.2  员工幸福感的概念与测量 

对员工幸福感的概念界定有主观幸福感和心

理幸福感两种研究视角。员工主观幸福感被界定

为个体对自身工作生活的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 , 

常见的测量指标有工作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

情感 (Bakker & Oerlemans, 2011; Kaluza et al., 

2020)。心理幸福感关注精神层面的满足体验, 以

充分实现个体的功能, 做正确的事、追求个人成

长、自我和谐等(Ryff & Keys, 1995), 强调工作的

意义感、胜任感与潜力的发挥(Dagenais-Desmarais 

& Savoie, 2012)。相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稳定结构, 

关于心理幸福感的结构尚未达成共识, 常见的测

量指标有敬业度、工作投入、工作繁荣和工作意

义等 (Grant et al., 2007; Dagenais-Desmarais & 

Savoie, 2012)。 

近年来员工幸福感的概念出现整合的趋势

(Slemp & Vella-Brodrick, 2013)。整合视角下的员

工幸福感, 不仅融合了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的指标, 还增加了健康幸福感和关系幸福感的测

量指标。Grant 等人(2007)提出, 员工幸福感是员

工在工作中的体验和个人效能发挥的整体质量 , 

其测量指标包括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 

Being)、健康幸福感(Health-related Well-Being)以

及关系幸福感(Relationships Well-Being), 这一概

念界定为多数学者所青睐(Van De Voorde et al., 

2012; Kooij et al., 2013)。健康幸福感是与员工健

康有关的生理和身体状况的主观体验, 关系幸福

感是指个体与他人和组织关系的质量, 也称为社

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 本研究从主观幸福感、

心理幸福感、健康幸福感和关系幸福感四个方面

对员工幸福感进行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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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作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Bakker & 

Oerlemans, 2011; Kaluza et al., 2020); 心理幸福感

的测量指标有工作投入、敬业度、工作繁荣和工

作意义(Sakuraya et al., 2020; Bohnlein & Baum, 

2020); 健康幸福感的测量指标有压力、工作倦怠、

情 绪 耗 竭 等 (Appelbaum et al., 2000; Godard, 

2001)。关系幸福感的测量指标有信任、人际关系

和组织支持等(Grant et al., 2007; Biétry & Creusier, 

2017)。 

2.3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 探究和解释

员工知觉的 HPWPs 与幸福感不同维度的关系。资

源保存理论认为, 个体具有努力获取、保持、培

育和保护其重要资源的倾向, 以应对环境中的压

力和挑战, 实现个人目标(Hobfoll et al., 2018)。资

源是对人们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质(如金钱)、条件

(如地位、社会关系、社会支持)、个人特征(如自

尊、自我效能等个人积极特质)和能量(如个人精力

和活力)。幸福感源于个体需要和目标实现后的主

观体验, 而资源是实现个人需要和目标的工具和

条件, 充足的、符合个人需要的资源, 能够降低目

标实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章凯 , 林丛丛 , 2018), 

增强个体对目标实现的期待和心理安全感。资源

的获得、存续和增加会激活资源增益的循环, 从

而提升员工幸福感; 而资源的损失或资源损失的

预期会激活资源损耗的循环, 对个体幸福感产生

负面影响。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 资源得失的变化(获得、

保持和增减)是人力资源实践影响员工幸福感的

机制。HPWPs 为员工完成组织任务提供了所需要

的工作资源, 实现了资源的增益, 从而提高了员

工幸福感(Boon & Kalshoven, 2014)。首先, HPWPs

的招聘与选拔、培训和发展等实践措施, 提升了

员工的知识、能力和技能等个人资源, 帮助个体

有效适应工作要求, 达成高水平工作目标(Huang 

et al., 2016), 实现个人成长目标和自我价值。这增

强了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胜任感以及对环境和工

作的控制感(Guerci et al., 2022)等个人资源, 从而

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投入(Deci, et al., 

2017), 增强了工作的意义感。其次, HPWPs 所实

施的基于绩效的薪酬和激励计划等实践, 能够使

员工获得公平公正的物质回报, 增加了他们的经

济资源和条件资源(魏巍 等, 2020), 有利于提升

员工的物质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因此, HPWPs

中基于能力和动机的实践实现了物质资源和个人

资源的增益, 激活了资源增益的循环, 从而提升

了个人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再次, HPWPs 中的员工授权、参与机会、内

部晋升、就业保障等实践, 使员工感知到组织的

关心、重视与支持(Kuvaas, 2008), 能增进员工对

组织的信任和认同 (蒋建武 , 赵珊 , 2017)。而

HPWPs 中的员工参与决策、团队合作、开放性沟

通等实践, 既能够增进员工的归属感和工作安全

感, 又能够构建良好的组织内部关系网络(Evans 

& Davis, 2005), 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 增进融洽

的人际关系(Khoreva & Wechtler, 2018), 扩展了

员工的关系资源, 因而能够增强员工关系幸福感

(Hu & Jiang, 2018; Sanders et al., 2019)。 

然而, HPWPs 提供的资源通常伴随着高工作

需求(Jensen et al., 2013), 可能会带来工作压力, 

导致实际的资源损耗或使员工感受到资源损失的

威胁(Bakker & Demerouti, 2007), 从而降低员工

幸福感。HPWPs 以提高组织绩效为目标, 要求员

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增加了员工的工作要求

(Chaudhuri, 2009), 会导致员工工作超载(Franco- 

Santos & Doherty, 2017), 激活资源损失的循环。

为了应对工作要求, 避免因低绩效而遭受的资源

损失(如薪资降低、晋升受阻等), 员工会在工作中

投入更多的资源, 如更长的工作时间、更持久的

注意力、高水平的努力等, 这必将消耗个体认知

资源、情绪资源和健康资源, 容易导致焦虑、疲

劳和情绪耗竭等(Bakker & Demerouti, 2007), 降

低健康幸福感(Xia et al., 2019)。 

由此 , HPWPs 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是一把

“双刃剑”, 虽然有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

感和关系幸福感, 但也同时会增加员工的工作负荷, 

损害员工的健康幸福感(Van De Voorde et al., 2012)。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 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 HPWPs 对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

关系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H1b: HPWPs 对健康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 

2.4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调节

变量 

2.4.1  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 

近十年来, 虽然有关 HPWPs与员工幸福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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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实证研究不断涌现, 但研究结果仍存在诸多

矛盾和分歧, 这与 HPWPs中的工作资源和工作要

求之间的平衡有关, 也预示着 HPWPs对员工的影

响具有严格的边界条件(孙健敏, 王宏蕾, 2016)。

现有 HPWPs 的研究倾向于采用“普适观”, 认为

HPWPs 在任何国家和民族文化背景中都是有效

的 (Rauch & Hatak, 2016) 。然而 , 研究发现 , 

HPWPs 的有效性受到多种情境和条件的制约, 国

家文化作为重要的情境变量, 可能会对 HPWPs与

幸福感的关系产生影响(Peccei et al., 2013)。但现

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层面或者微观个体层

面, 有关 HPWPs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跨文化研究

较为罕见(李敏, 邓蓉, 2010; Rode et al., 2016)。 

国家文化是由一国成员共同拥有的深层价值

观体系(Hofstede, 1991), 形塑着人们的认知观念

和思维方式, 不同文化情境下的个体对客观事物

的意义、重要性的认知和评价会存在差异(Hofstede 

et al., 2010)。员工对 HPWPs 有效性的感知会受到

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例如 Lawler 等(1992)对比了

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后发现, 

高刺激、高奖励的薪酬设计对于美国企业的员工

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而对日本企业员工的影响

并不显著。 

员工幸福感是个体对工作体验和效能的总体

质量评价, 个体的主观体验和感知又会因其所处

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 例如 Khoreva 和

Wechtler (2018) 发现 , 在高权力距离情境中 , 

HPWPs 与关系幸福感呈现负相关 ; 而 Salas- 

Vallina 等(2021)发现, 在低权力距离情境中二者

关系呈现正相关。此外, Ehrnrooth 和 Björkman 

(2012)基于北欧的样本发现, HPWPs 会对员工产

生双刃剑效应, 同时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因

此, 文化背景可能是 HPWPs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

调节变量。 

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框架, 以霍夫斯泰德的

文化价值模型使用最为广泛(Naseer et al., 2019), 

东西方文化在权力距离、集体−个人主义及长期−

短期导向 3 个维度上的差异尤为明显(王佳燕 等, 

2022), 东方文化具有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长

期导向等特点, 员工对组织的依赖性更强, 更适

应高层级和制度化的工作环境; 西方文化具有低

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倾向和短期导向等特点, 员

工注重个体自由与自主, 更适应扁平化和灵活的

工作环境。因此 , 本研究在探究文化差异对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影响时, 聚焦于以上

三个文化维度。 

(1)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是指个体对组织内

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的接受程度 , 权力距离越高 , 

表明个体对权力分配不均衡的接受程度越高

(Clugston et al., 2000)。HPWPs 强调员工参与决策

和授权, 使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时拥有工作自主

性和灵活性。不同权力距离情境中 , 员工对

HPWPs 中的授权、员工参与等的感知均存在差异, 

高权力距离的员工更容易接受权力的不均衡分配, 

对于 HPWPs 中的授权、自主性等实践的敏感程度

低于低权力距离的个体, 倾向于服从领导的决策

与安排, 并不期望领导会让其参与决策。甚至有

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的员工对工作自主性和授权

会有所抵触, 以恐惧和不信任的态度看待员工参

与(Chen & Aryee, 2007; Newman & Nollen, 1996)。

刘善仕和周巧笑(2004)的研究发现 , 高权力距离

的员工参与管理和决策的程度很低, 他们倾向于

服从领导的安排和派遣, 如果没有管理者的行政

命令, 反倒会无所适从或各自为政, 影响工作效

率。低权力距离的员工则更喜欢参与决策和拥有

更高的工作自主权, 这对其工作满意度、组织承

诺和组织认同感产生积极影响(施杨, 李南, 2009), 

这些工作资源更能激发其工作投入, 实现自我价

值, 增进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信任是组织内关系的核心成分, 是员工工作

绩效和上下级关系的重要决定因素 (郑伯埙 , 

1999)。陈笃升(2014)指出, 在高权力距离文化背

景下, 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会低于低

权力距离情境的国家。此外, 高权力距离下的员

工通常与上级保持较大的社会距离(郑晓旭  等 , 

2023), 而低权力距离中的员工感知到与主管之间

的情感差距较小(谢俊 等, 2012), 因此更容易接

受需要员工高度参与的 HPWPs, 并将其视为组织

重视他们、给其提供工作资源的信号, 从而影响

他们的组织支持感与信任(Zhong et al., 2015), 因

此, 低权力距离员工感知的 HPWS 与关系幸福感

的正相关更强。 

此外, 高权力距离的员工可能会将 HPWPs带

来的工作要求视为完成角色任务的正当要求, 尽

职尽责地完成工作任务, 视长时间工作和加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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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 未必会导致消极的情感体验。Oruh 和 Dibia 

(2020)的研究发现 , 由于权力距离的存在使员工

无法在与压力源相关问题上挑战雇主。所以, 相

比低权力距离的员工 , 高权力距离员工感知的

HPWPs 对情感幸福感和健康幸福感的消极影响

可能更弱。综上, 提出假设:  

H2a: 权力距离调节了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

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高权力距离的

个体, 低权力距离的个体感知的 HPWPs与主观幸

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 

H2b: 权力距离调节了 HPWPs 与关系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高权力距离的员工, 低权力

距离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关系幸福感的正相关

更强。 

H2c: 权力距离调节了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相对于高权力距离的员工, 低权力

距离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的负相关

更强。 

(2)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是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以群体 /个体成员形式

进行活动的倾向。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个体与组织

或团队之间的相互依存、合作与和谐, 其心理体

验 或 情 感 的 产 生 会 受 到 群 体 中 他 人 的 影 响

(Erdogan & Liden, 2006; Francesco & Chen, 2004)。

而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自我独立性, 重视自

我价值与个人体验 , 情绪由自己主导(Kastanakis 

& Voyer, 2014)。 

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重视个人利益, 看重自

我实现和发展 , 具有更强的自我增强动机 (Gu   

et al., 2022), 对能够增长个人资源的 HPWPs (如

工作自主性和决策参与等实践)更容易接受和认

可, 对 HPWPs传递出的投资员工成长和关怀支持

员工的感知也更加强烈(Zhong et al., 2015)。而集

体主义导向使得员工重视集体目标, 倾向于压抑

个体自身的需要和目标(邹琼, 佐斌, 2004), 对于

获取 HPWPs 提供的、能够增长个人资源的动机不

如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强烈。因此, 个人主义导

向的员工对于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

感关系的感知会更强烈。 

集 体 主 义 导 向 的 员 工 更 重 视 集 体 利 益

(Madhavan, 2011), 强调个人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 

以及人际和谐(张文勤 等, 2020)。HPWPs 提供的

支持性资源, 以及构建组织成员积极心理联系的

实践(如信息共享、团队合作等), 更能满足集体主

义导向员工的人际联结需求。此外, 集体主义导

向的员工对组织有着更为强烈的认同感(李燕萍, 

徐嘉 , 2014), 更容易说服自己同组织保持一致 , 

因此对组织实施的 HPWPs 的接受和认可程度更

高。因此, 集体主义导向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关

系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 

HPWPs 是以绩效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组合, 会增加工作强度和工作要求(Jensen et al., 

2013)。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以集体利益为重, 更

关心组织和群体的利益和幸福感(Wagner, 1995), 

当员工感知到 HPWPs带来的高工作要求时, 会视

其为工作角色的必然要求, 并且更可能进行积极

解读, 视为挑战性压力而非阻碍性压力, 激励其

调动工作资源以完成工作目标(孙健敏 , 王宏蕾 , 

2016), 避免因不能完成任务而造成的资源损失 ; 

而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更关注个人内心的真实感

受(杨伟文, 李超平, 2021), 对 HPWPs 带来的工作

要求与约束更为敏感, 对现有资源或潜在资源的

损失威胁的反应更强烈, 个体需要消耗更多的情

感资源和身心健康资源来应对工作压力(李爱梅 

等, 2015), 更容易导致健康幸福感遭受损害。 

综上, 提出研究假设:  

H3a: 个人−集体主义调节了 HPWPs 与主观

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 个人主义导向的员

工感知的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

正相关强于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 

H3b: 个人−集体主义调节了 HPWPs 与关系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相对于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 

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关系幸福

感的正相关更强。 

H3c: 个人−集体主义调节了 HPWPs 与健康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对于集体主义导向的员工, 

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健康幸福

感的负相关更强。 

(3)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长期导向 (long-term orientation)是指未来导

向的价值观, 个体注重未来的回报, 接受延迟满

足, 有更强的耐心、毅力和韧性; 相反, 短期导向

(Short term orientation)指的是现在导向的价值观, 

关注眼前利益 , 更注重个人自由和即时满足(Gu 

et al., 2022)。HPWPs 不仅通过培训强化员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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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能力和技能, 而且通过公平的薪酬和绩效

评价有效激发了员工的工作动机, 为员工的持续

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向员工传递出组织对他

们长期投资的信号。长期导向的员工更看重职业

前景和岗位上升空间, 会认为组织实施 HPWPs的

目的不仅关注组织利益, 更看重员工的职业发展

与成长(Vo & Bartram, 2012)。因此, HPWPs 更能

满足长期导向员工的心理需求, 使员工能够认识

到在组织发展过程中自己的贡献是被重视的, 能

够激发员工的自我价值感和内在动机 (曹曼  等 , 

2019), 从而工作更加投入, 表现出对组织的强烈

认同、信任和归属感(Alfes et al., 2012), 其主观幸

福感、心理幸福感和关系幸福感更强。 

此外, 长期导向的员工更看重未来的目标而

不是当下的享受 , 在遇到困难时更能够坚持不

懈、更具韧性和毅力, 这些心理资本是宝贵的个

人资源, 能够帮助个体有效应对 HPWPs带来的工

作压力和挑战, 在压力下保持乐观和韧性, 能够

以积极的情绪和心境应对压力, 缓冲了压力的消

极作用和对健康的负面影响 , 其健康幸福感更

高。综上, 提出以下假设:  

H4a: 长期−短期导向调节了 HPWPs 与主观

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与短期导向的

个体相比, 长期导向的员工感知的 HPWPs与主观

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正相关更强。 

H4b: 长期−短期导向调节了 HPWPs 与关系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与短期导向的个体相比, 长

期导向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关系幸福感的正相

关更强。 

H4c: 长期−短期导向调节了 HPWPs 与健康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与长期导向的员工相比, 短

期导向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的负相

关更强。 

2.4.2  行业的调节作用 

根据样本数据的分布特征, 本研究将行业分

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涵盖金融服务、通讯服务、

商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等生产支持性服务等)、

医疗服务业及其他(多种行业混合或未明确交代

行业的样本, 由于行业属性不明确, 故下文不予

讨论)。组织由于所处行业的不同, 面临不同的技

术环境和劳动力市场, 不同的行业和制度背景会

形成不同的人力资源策略和实践 (Young et al., 

2010)。因此, 不同行业所采用的 HPWPs 及其有

效性可能不同。 

随着服务经济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中占据主

导地位(Liao et al., 2009), 服务业高绩效工作系统

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关注(Mihail & Kloutsiniotis, 

2016)。生产性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的

行业(李霞 等, 2016), 具有知识技术含量高、创新

性强、产业融合度高等特征(夏杰长, 肖宇, 2019), 

其人力资本具有较高的专业性、流动性和市场化

特征, 组织并不倾向于长期培养员工, 而是依赖

外部劳动力市场机制(Erickson, 2004), 其人力资

源实践具有鲜明的利诱型人力资源系统的特征 : 

招聘强调技术的胜任力 , 进行有限的技术培训 , 

绩效评估强调结果导向和对员工的控制, 薪酬强

调对外公平, 员工晋升空间有限, 提供有限的工

作保障, 企业与员工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交换关系

(刘善仕, 刘辉健, 2005)。 

医疗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服务业(Fan et al., 2014)。医护人员的

工作关乎病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危, 不仅要为患者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还要处理好医患关系, 因此, 

从业者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能, 还需较强的压

力承受能力和情绪劳动能力(Fan et al., 2014)。为

了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保持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

疗行业的人力资源需要保持适度的稳定性, 且其

专业能力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培养, 因此, 医院更

多地采用广泛培训、参与式管理、内部晋升、工

作安全感等实践(Huang et al., 2016), 以应对高强

度的工作要求和压力。这种人力资源系统强调对

内公平, 建立了内部劳动力市场, 组织注重培养

员工的信任感(Salas-Vallina et al., 2021), 给予员

工高工作保障, 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 谋求与员

工建立长期的工作关系(Zhang et al., 2013)。因此, 

医疗服务业的员工与组织之间更多基于相互信任

和情感投资进行社会交换(Shore et al., 2006), 其

人力资源实践具有投资型人力资源系统的特征

(刘善仕, 刘辉健, 2005)。 

由于医疗行业所实施的投资型人力资源实践

为员工的职业成长和个人发展提供了所需的资源, 

这些资源不仅有效缓解了高工作要求带来的资源

损耗, 而且有效提升了员工的能力, 激发了员工

的工作动机(Sadatsafavi et al., 2015), 实现了个人

资源的增益; 相反, 生产性服务业所实施的利诱

型人力资源实践更强调对员工的经济交换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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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涉及社会交换和情感关怀, 更容易导致员工

个人资源的损耗(Schaufeli, 2006)。因此, 相对于

生产性服务业, 医疗行业员工对高绩效工作系统

提供的组织支持资源的感知更强烈, 更有助于其

实现自我目标与价值, 提升心理幸福感。 

但医疗行业由于责任重大, 需要员工精力高

度集中、持续在岗, 导致员工工作时间长、工作

强度大(赵新元 等, 2020), 加班加点和轮班倒班

是工作的常态; 为了维持和谐的医患关系, 员工

需要持续进行情绪劳动, 致使医疗行业员工面临

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势必影响其身体健康和心理

健康。综上, 提出假设:  

H5: 行业调节了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心

理幸福感和健康幸福感间的关系, 医疗服务业中

个体感知的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的正相关强于生产性服务业, 而医疗服务业个体

感知的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的负相关强于生产

性服务业。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和假设推导, 本研究构建

如图 1 理论模型。 

 

 
 

图 1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关系元分析的理论

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检索与筛选 

为了全面系统地搜集有关高绩效工作系统与

员工幸福感关系的实证文献 , 本研究首先将“高

绩效工作系统/实践” “人力资源管理” “HRM 管理/ 

实践/系统/捆绑” “人力资源实践/系统/捆绑”与“幸

福” “幸福感” “快乐” “工作满意度” “积极情感” 

“消极情感” “敬业度” “工作投入” “工作繁荣” “工

作旺盛” “工作意义” “组织支持” “信任” “人际关

系” “工作压力” “倦怠” “情绪耗竭”进行组合, 在

知网、万方、维普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其次将“high 

performance work practice/system” “HPWPs” “HPW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 

work practice/system” “HRM Management/practice/ 

system/Bundles”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ystem/ 

Bundles”与“happiness” “well-being” “well being” 

“wellbeing” “job satisfaction”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work engagement” “employee 

engagement” “job involvement” “Happiness at work” 

“job meaningfulness”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rust” 

“relationship” “job stress” “job strain” “burnout” 

“exhaustion”进行组合, 在 Web of science、ProQuest、

Elsevier、Google Scholar 等英文数据库进行检索。

第三, 为避免遗漏, 本研究对重要的综述论文(如

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 Guest, 2017 等)和

实证论文(如 Guerci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13

等)中的参考文献进行了人工搜索。为保证文献质

量 , 仅选择核心期刊论文 (CSSCI/SSCI), 不考虑

硕博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以及其他未发表的文章, 

文献检索截止到 2023 年 3 月。 

本文通过以下标准对初步检索到的文献进行

筛选: (1)剔除纯理论研究、综述研究以及案例研

究等非实证研究; (2)删除没有报告样本量与相关

系数(或者可以转换成相关系数的其它效应值如

β 值、T 值等)的文献(苏涛 等, 2019); (3)研究主题

为个体层面 HPWPs 与幸福感指标的关系, 排除

跨层次的研究; (4)研究主题为高绩效工作系统或

实践组合对员工幸福感的效应 , 排除单一 HRM

实践的研究。(5)调查数据重复发表只选其一。最

终获得的有用文献共 53 篇, 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文献 11 篇, 英文期刊文献 42 篇; 共包括 55 项独

立研究、92 个效应值, 总样本量为 51750。既有

东方文化国家(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巴基斯

坦)的样本 , 又有西方文化国家(英国、德国、美

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巴西、

芬兰、比利时、希腊)的样本。符合纳入标准的文

献年份从 2008 年到 2022 年, 文献的筛选流程如

图 2 所示。 

3.2  文献编码 

根据卫旭华(2021)的编码步骤建议, 制作了

编码表。主要编码信息包括: 文献信息(作者、题

目、发表年份等)、HPWPs、幸福感类型(主观幸

福感及其子维度、心理幸福感及其子维度、健康

幸福感及其子维度、社会幸福感及其子维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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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文献筛选及纳入流程 
 

家、行业(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

医疗行业、互联网与高新技术企业等)、数据来源

(管理者评价/员工评价)、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时

间点(横断面研究、其他)、样本量、测量工具、量

表信度系数、相关系数等。其中国家用于编码文

化差异,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价值观的调查数

据, 对权力距离、集(个)体主义、长(短)期导向 3

个维度进行编码, 各个维度的分值在 0~100 之间, 

以 50 分为标准, 将文化维度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王佳燕 等, 2022), 低分组代表低权力距离、集体

主义和短期导向, 高分组代表高权力距离、个人

主义和长期导向。此外, 独立样本是效应值编码

的基本单位, 如果同一篇文章中有多个独立样本, 

则每个独立样本分别进行编码。 

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测量分为整体测量和分维

度测量, 本研究关注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整体效应, 

因此对于分维度的研究进行合并处理, 例如一项

研究中报告了高绩效工作系统各维度(如培训与

发展、绩效考核、有竞争性薪酬、参与决策等)与

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 按照 Hedges 和 Olkin 

(1985)的组合效应值计算策略对相关系数进行整

合处理, 从而得到高绩效工作系统或实践组合对

幸福感的效应值。 

对员工幸福感的分类参照了原文的概念描述

与测量指标, 如果测量指标为“工作满意度和(或)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 则编码为“主观幸福感”, 

将其聚合计算主观幸福感总分时, 对消极情感与

HPWPs 的相关系数进行反向编码; 如果测量指标

为“敬业度/工作投入/工作意义/工作繁荣”, 则编

码为“心理幸福感”; 如果测量指标为“信任/组织

支持 /人际关系”, 则编码为“关系幸福感”; 如果

测量指标为“工作压力 /工作倦怠 /情绪耗竭”, 则

编码为“健康幸福感”, 将其聚合计算健康幸福感

总分时, 对上述测量指标与 HPWPs的相关系数进

行了反向编码, 系数越高表明健康幸福感得分越

高。由于纳入的 53 篇文献中, 未发现探究员工层

面的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工作繁荣、工作意义的实

证研究。因此下文的心理幸福感测量指标仅包括

工作投入/敬业度。 

文献编码过程由 3 位研究者依据统一的文献

和编码标准独立编码, 编码一致性为 88.7%, 对

于不一致的条目回归原文, 重新讨论以达成共识。 

3.3  元分析过程 

本研究借助 Comprehensive Meta Analysis 

(CMA) 3.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检验, 在使用

CMA 3.0 之前, 先对编码的数据进行预处理。首

先, 以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值, 对可转化为相关

系数的其他效应值先进行转换。其次, 为了降低

由于量表不一致带来的测量误差, 通过信度系数

对效应值的测量误差进行了修正, 对于有些研究

中个别变量信度缺失的情况, 先回归原文查看是

否报告了信度, 如未报告, 则由采用同一量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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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样本加权信度来代替(王佳燕 等, 2022), 

若无同一量表, 则用其他研究的样本加权信度均

值代替缺失的信度, 随后将样本数据和修正后的

相关系数录入 CMA 3.0 软件中, 数据处理过程主

要包括效应值转换、发表偏倚分析、异质性检验、

主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效应值转换 

首先利用 Fisher 转换公式将相关系数 r 转换

为 Fisher’s Z 值, 然后以抽样标准误平方( 2
ZiSD )的

倒数作为权重 Wi (此处 i 表示第 i 个研究, Zi 为第 i

个研究的 Fisher’s Z 值), 对 Fisher’s Z 值做加权平

均处理得到 Z 值, 最后将 Z 值转换为相关系数 r', 

进而得到一个精确且可信的整合效应值 (Hedges 

& Olkin, 1985)。 

4.2  发表偏倚及异质性检验 

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又称出版偏倚, 是

指被发表的研究文献不能系统全面地代表该领域

已经完成的研究总体的现象(Kepes et al., 2012), 

因为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比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的研究更容易被接受和发表(Dickersin, 1997)。

本研究通过计算失安全系数来检验发表偏倚问题。

失安全系数(Fail safe N )指为推翻元分析结果所需 
 

要找到的未发表的显示弱相关性结果的文献数量。

Rosenthal (1979)提出, 当失安全系数小于 5k + 10 时

(k 为效应值的个数), 说明可能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差

问题; 反之, 失安全系数越大, 说明存在发表偏倚的

可能性越小(张建平 等, 2020; Orwin, 1983)。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 失安全系数的计算会因

显著性水平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 因此采用

“5k+10”的标准不一定合理。卫旭华等(2018)和王

震等(2012)认为可直接将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

与研究数量(k)进行对比, 若 Fail-safe N 大于 k, 说

明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差问题, 则可进行后续的

检验或分析, 若存在发表偏差, 则需寻找更多未

发表的文献。Joshi 和 Roh (2009)以及 Bell 等(2011)

分别在 AMJ 和 JOM 两本管理学顶级期刊上发表

的元分析也采用了这一标准。因此, 本研究按照

Fail-safe N 大于 k 的标准, 进行发表偏倚的评估, 

检验结果见表 1。 

表 1 左侧为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以 HPWPs 与

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例, 失安全系数为 9614, 远

大于 k = 30, 且远大于(5k+10) = 160, 即观察到的

研究需找到 9614 项未发表的研究, 才会使统计结

果不显著。从表 1 中可看出, HPWPs 与主观幸福

感、心理幸福感、关系幸福感和健康幸福感之间

关系的失安全系数均远大于 5k+10, HPWPs 与上 

表 1  发表偏差分析和异质性检验结果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 Fail-safe N 5k+10 k Q df(Q) P I2 Tau2 标准差 方差 Tau 

主观幸福感 9614 160 30 2668.10 29 0.000 98.913 0.09 0.05 0.00 0.30

工作满意度 3725 150 28 2012.22 27 0.000 98.658 0.08 0.05 0.00 0.28

积极情感 1840 35 5 126.96 4 0.000 96.849 0.05 0.04 0.00 0.23

消极情感 546 40 6 486.64 5 0.000 98.973 0.07 0.06 0.00 0.26

心理幸福感 6810 80 14 168.01 13 0.000 92.262 0.02 0.01 0.00 0.15

工作投入/敬业度 6810 80 14 168.01 13 0.000 92.262 0.02 0.01 0.00 0.15

关系幸福感 5989 100 18 3417.56 17 0.000 99.503 0.27 0.19 0.04 0.52

信任 2699 45 7 349.75 6 0.000 98.284 0.23 0.15 0.02 0.48

组织支持感 1902 50 8 897.50 7 0.000 99.220 0.43 0.26 0.07 0.66

人际关系 1010 30 4 605.44 3 0.000 99.504 0.10 0.10 0.01 0.32

健康幸福感 3342 105 19 713.36 18 0.000 97.477 0.06 0.02 0.00 0.23

工作压力 12 35 5 194.84 4 0.000 97.947 0.06 0.05 0.00 0.24

工作倦怠 666 30 4 27.11 3 0.000 88.934 0.01 0.01 0.00 0.09

情绪耗竭 82 40 6 98.29 5 0.000 94.913 0.07 0.05 0.00 0.26

注: HPWPs 为高绩效工作系统; Fail-safe N 为失安全系数; k 为效应值数量; Q 为同质性检验统计量; df(Q)为自由度; I2 为效应

值的真实差异占据观察变异的比例; Tau2 为研究间变异可用于权重计算的比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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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4 种幸福感的所有测量指标(如工作满意度、工

作投入、信任等)对应关系的失安全系数均大于 k; 

除工作压力外, 其他的失安全系数均大于 5k+10, 

因此, 本研究效应值整合结果的稳定性较好, 所

有变量关系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倚问题。 

异质性检验的目的在于检验不同研究结论的

效应量是否异质, 主要用来评价不同研究效应值

差异的程度, 若效应量存在异质性, 则意味着不

同研究之间可能存在潜在调节变量。本研究采用

较为常见的 Q 统计量及 I2 统计量来评估异质性水

平。其中 Q 统计量是基于总变异的检验, Q 显著

则表明存在异质性, 可能是由于文化背景、行业

和数据来源不同等原因造成的。I2 表示效应值的

真实差异占观察变异的比例, 区分高、中、低异

质性的 I2 临界点分别为 75%、50%、25% (Higgins 

et al., 2002), 比值越大表明异质性程度越高。异质

性检验结果见表 1, 以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

系为例, Q = 2668.10, 且 p < 0.001, 即效应值存在

异质性, I2 = 98.913 > 0.75, 即效应值的真实差异

占据观察变异的 98.913%, 说明在该关系中纳入

元分析的 30 个效应值存在显著的高异质性。本研

究分析的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关

系幸福感、健康幸福感及其亚组之间的所有关系

中, Q 值均显著(p < 0.001), 且 I2 大于 75%, 表明

各效应量之间均存在高异质性, 因此均使用随机

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4.3  主效应检验结果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关系幸

福感、健康幸福感及其亚组之间关系的主效应检

验结果见表 2。结果显示,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 

(ρ = 0.50, ρ 为经测量误差修正后的相关系数)、心

理幸福感(ρ = 0.49)、关系幸福感(ρ = 0.58)、健康

幸福感(ρ = 0.23)均为显著正相关, 95%置信区间

不包含零, p 值 < 0.001。研究假设 1a 得到支持, 

假设 1b 未得到支持, 数据结果与假设 1b 相反。 

其中 HPWPs 对主观幸福感的二级指标工作

满意度、积极情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ρ = 0.55,  

p < 0.001; ρ = 0.61, p < 0.001), 对消极情感具有显

著的负向影响(ρ = −0.25, p < 0.05)。HPWPs 显著

正向影响心理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工作投入 /敬业

度(ρ = 0.49, p < 0.001)。HPWPs 对关系幸福感的

二级指标(信任、组织支持感、人际关系)均具有显

著正向作用(ρ 值分别为 0.70、0.53、0.38, p 值均

小于 0.05)。在健康幸福感的 3 个二级指标中, 虽

然 HPWPs 对工作倦怠有显著负向影响(ρ = −0.37, 

p < 0.001), 但 HPWPs 对工作压力、情绪耗竭均不 
 

表 2  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主效应检验结果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 模型 k N r ρ 
95% CI 

Z P 
95%LL 95%UL 

主观幸福感 随机 30 36472 0.42 0.50 0.42 0.58 9.91 0.000 

工作满意度 随机 28 33392 0.47 0.55 0.47 0.62 11.47 0.000 

积极情感 随机 5 3308 0.51 0.61 0.47 0.73 6.80 0.000 

消极情感 随机 6 18380 –0.22 –0.25 –0.44 –0.04 –2.32 0.020 

心理幸福感 随机 14 7892 0.43 0.49 0.43 0.55 12.77 0.000 

工作投入/敬业度 随机 14 7892 0.43 0.49 0.43 0.55 12.77 0.000 

关系幸福感 随机 18 22089 0.48 0.58 0.40 0.72 5.36 0.000 

信任 随机 7 1924 0.58 0.70 0.47 0.84 4.74 0.000 

组织支持感 随机 8 2488 0.45 0.53 0.13 0.78 2.50 0.012 

人际关系 随机 4 17728 0.30 0.38 0.09 0.62 2.49 0.013 

健康幸福感 随机 19 14019 0.20 0.23 0.12 0.33 4.22 0.000 

工作压力 随机 5 4532 –0.07 –0.07 –0.28 0.15 –0.61 0.544 

工作倦怠 随机 4 4964 –0.32 –0.37 –0.45 –0.28 –7.80 0.000 

情绪耗竭 随机 6 1750 –0.14 –0.16 –0.36 0.05 –1.53 0.127 

注: k 为效应值数量; N 为独立样本数量; r 表示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 ρ 表示经过信度修正的样本加权平均效应值; 95% CI 表

示 ρ 的 95%的置信区间; Z 为双尾检验的统计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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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显著的影响, HPWPs 对健康幸福感的整体效

应为显著的正向作用。 

4.4  调节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检验了文化情境和行业的调节作用

(见表 3 和表 4), 通过 QB 统计量(组间异质性)及其

显著性来判断调节作用存在与否。由于纳入的文

献存在高异质性, 对调节效应的检验也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由于医疗服务业 HPWPs 与心理幸福感

关系的研究只有 1 篇文献, 不满足研究数量要求, 

故不对该变量关系进行行业调节作用检验。 

由表 3 可见, 权力距离、集体(个人)主义倾向

显著调节了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QB = 

10.02, p = 0.002; QB = 5.28, p = 0.022); 权力距离

显著影响了 HPWPs 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QB = 

4.67, p = 0.031); 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导向员

工感知的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强度(ρ = 

0.56; ρ = 0.55)显著强于低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导

向的员工(ρ = 0.34; ρ = 0.38), 高权力距离员工感

知的 HPWPs 与心理幸福感的相关性(ρ = 0.55)显

著强于低权力距离的员工(ρ = 0.42), 这一结论与

研究假设相反。 

集体(个人)主义倾向调节了 HPWPs 与健康幸

福感的关系(QB = 4.37, p = 0.037)。集体主义导向

员工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ρ = 0.30)显

著强于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ρ = 0.12)。文化取向

对 HPWPs 与关系幸福感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研

究假设 2c、3a、3b、3c、4a、4c 并未得到验证, 2b

得到部分验证。 
 

表 3  文化差异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调节 

因素 
HPWPs 与幸福感 类别 k N r ρ 

95% CI 
Z P QB df(Q) p 

95%LL 95%UL

文化 

差异 

主观幸福感 

低权力距离 10 25374 0.28 0.34 0.20 0.46 4.81 0.000 
10.02 1 0.002

高权力距离 19 10427 0.48 0.56 0.49 0.63 12.20 0.000 

集体主义 18 8780 0.47 0.55 0.47 0.63 10.28 0.000 
5.28 1 0.022

个人主义 11 27021 0.32 0.38 0.24 0.50 5.05 0.000 

短期导向 9 4135 0.40 0.46 0.30 0.60 5.13 0.000 
0.24 1 0.622

长期导向 20 31666 0.43 0.51 0.41 0.59 8.60 0.000 

心理幸福感 

低权力距离 6 5119 0.37 0.42 0.32 0.51 7.76 0.000 
4.67 1 0.031

高权力距离 8 2773 0.47 0.55 0.47 0.61 11.81 0.000 

集体主义 6 2310 0.46 0.54 0.45 0.62 9.78 0.000 
1.98 1 0.160

个人主义 8 5582 0.40 0.46 0.37 0.53 9.32 0.000 

短期导向 4 1196 0.40 0.44 0.31 0.56 5.78 0.000 
0.80 1 0.371

长期导向 10 6696 0.44 0.51 0.43 0.58 11.02 0.000 

关系幸福感 

低权力距离 9 18411 0.48 0.57 0.30 0.76 3.74 0.000 
0.02 1 0.876

高权力距离 9 3678 0.48 0.60 0.33 0.77 3.97 0.000 

集体主义 8 3464 0.52 0.64 0.38 0.80 4.20 0.000 
0.43 1 0.511

个人主义 10 18625 0.45 0.53 0.27 0.72 3.71 0.000 

短期导向 6 2213 0.45 0.54 0.19 0.77 2.88 0.004 
0.10 1 0.747

长期导向 12 19876 0.49 0.60 0.38 0.76 4.62 0.000 

健康幸福感 

低权力距离 7 5574 0.15 0.17 0.02 0.32 2.18 0.030 
0.91 1 0.341

高权力距离 12 8445 0.22 0.26 0.15 0.37 4.39 0.000 

集体主义 11 8231 0.26 0.30 0.19 0.41 5.23 0.000 
4.37 1 0.037

个人主义 8 5788 0.11 0.12 −0.02 0.25 1.72 0.085 

短期导向 6 4404 0.11 0.12 −0.10 0.32 1.05 0.292 
1.97 1 0.161

长期导向 13 9615 0.24 0.28 0.18 0.37 5.2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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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行业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调节 

因素 

HPWPs 
与幸福感 

类别 k N r ρ 
95% CI 

Z P QB df(Q) p 
95%LL 95%UL

行业 

主观幸福感 
生产性服务业 3 1047 0.14 0.18 –0.17 0.49 1.01 0.314 

5.99 1 0.014
医疗服务业 7 3278 0.52 0.61 0.44 0.74 5.96 0.000 

关系幸福感 
生产性服务业 5 1871 0.37 0.41 –0.03 0.72 1.84 0.066 

1.19 1 0.276
医疗服务业 4 2585 0.57 0.68 0.30 0.88 3.10 0.002 

健康幸福感 
生产性服务业 8 6341 0.33 0.38 0.27 0.47 6.55 0.000 

5.90 1 0.015
医疗服务业 4 2206 0.11 0.14 –0.03 0.30 1.60 0.109 

 

由表 4 可见, 行业差异显著调节了 HPWPs 与

主观幸福感、健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QB = 5.99,  

p = 0.014; QB = 5.90, p = 0.015)。在医疗服务业, 

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ρ = 

0.61)显著强于生产性服务业(ρ = 0.18)。但医疗服

务业员工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ρ = 0.14)

显著低于生产性服务业(ρ = 0.38), 行业对 HPWPs

与关系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p > 0.05)。

研究假设 5 得到部分支持。 

5  结果与讨论 

5.1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幸福感的主效应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 55 项独立实证研究的数

据进行了元分析, 发现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心

理幸福感和关系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这与以往

的研究结论一致(Peccei & Van De Voorde, 2019; 

曹曼 等, 2019)。但与以往研究结论(Babic et al., 

2019; Qi et al., 2021)不同的是, 本研究发现,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即 HPWPs并不会损

害健康幸福感。由于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的各维

度均存在显著且一致的正相关, 并未发现 HPWPs

对员工幸福感的不同维度具有“矛盾效应” (Guerci 

et al., 2022)。因此 , 本研究的结论并不支持

HPWPs 存在“双刃剑效应”的观点。原因可能在于:  

第一，HPWPs 赋予员工所需的工作资源, 如

工作自主性、工作参与、组织支持和工作丰富化

等, 这不仅有益于员工胜任并完成工作任务, 而

且工作安全感和灵活的工作设计等工作资源能够

消除高工作要求的负面效应, 消除其对健康幸福

感的消极作用。这些工作资源满足了员工的基本需

求(如胜任、关系和自主需要等), 增强了他们的自我

效能感和组织归属感, 实现了资源的增益(胡恩华 

等, 2020), 进而提升了心理幸福感和关系幸福感。 

第二，HPWPs 中的不同实践束可能对员工幸

福感具有多重效应 , 当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时 , 

其作用可能会相互对立或抵消。如员工参与管理

在提升心理幸福感的同时, 会对关系幸福感产生

负向影响(Loon et al., 2019); 激励性薪酬在激发

员工工作动机提高工作满意度的同时, 也可能导

致焦虑 , 对员工健康幸福感产生消极影响 (Loon 

et al., 2019); “灵活的工作安排”在增强工作自主

权、有益于工作家庭平衡的同时会导致工作不安

全感(Lange, 2013)。 

第三，HPWPs 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

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 比如, 员工的年龄、性别、

人格特质等个体特征(Peccei, 2004), 这些个体特

征的差异可能导致其对 HPWPs 的感知存在差异。

例如 Kooij 等(2013)的研究发现,发展型人力资源

管理实践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会随着年龄

的增长而减弱。年轻员工可能将 HPWPs 带来的高

工作要求或绩效压力视为挑战性工作要求, 这将

诱发其内在驱动力 , 激发其工作热情 (Bakker & 

Demerouti, 2007)。具有工作热情的员工通常会自

愿努力工作, 并不会导致工作倦怠、情绪耗竭和

健 康 幸 福 感 受 损 (Franke & Schreier, 2010; 

Ollo-Lopez et al., 2010; Thoits & Hewitt, 2001)。此

外, 人格特质也可能是影响 HPWPs与健康幸福感

关系的重要调节因素 , 如张广胜和杨春荻(2022)

的研究便发现, HPWPs 只能给具有自我实现人格

的员工带来工作幸福感。 

5.2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调节变量 

5.2.1  文化差异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发现, 文化情境影响了 HPWPs与员工

幸福感间的关系。集体主义导向员工知觉的

HPWPs 与健康幸福感的正相关显著强于个人主

义导向的员工。权力距离、集体(个人)主义倾向显



201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1 卷 

 

 

著调节了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

关系 , 高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导向员工知觉的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显著强于低权力

距离和个人主义导向的员工; 高权力距离的员工

感知的 HPWPs 与心理幸福感的正相关显著强于

低权力距离的员工, 这些结论与研究假设相反。 

研究结论一致表明, 在东方高权力距离、集

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员工感知的 HPWPs与主观幸

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相关性显著高于西方低权力

距离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员工。一方面, 这可

能与国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 近 10 年来, 全球经

济呈现出“东升西降”的格局(李兴, 2021), 东方新

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强劲增长, 而西方国家呈

现出增长乏力的低迷态势, 这可能会影响企业员

工的工作稳定性与工作安全感, 进而影响其工作

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另一方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 国家文化可能

已经发生改变(Rabl et al., 2014)。Hauff 和 Richter 

(2015)的元分析发现 , 一些国家偏离了 Hofstede 

(1980)报告中排名表的位置 , 例如 , 许多东欧和

南美国家的文化通常被描述为高权力距离和集体

主义导向,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这些国家的

权力距离得分在减少 , 而个人主义得分在增加 ; 

相反, 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等西方国家, 权力距离

得分在增加, 个人主义得分在减少。后续的元分

析研究需要去追踪这些文化的动态变化及其相应

的影响。 

5.2.2  行业的调节效应 

HPWPs 与心理幸福感和健康幸福感的关系

均受到行业调节, 相比于生产性服务业, 医疗服

务业中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心理幸福感的正相

关更强。可能的原因在于: 医院实施了投资型的、

内部导向的 HPWPs, 如内部劳动力市场、广泛的

培训、长期的工作保障, 有利于发展长期的员工

关系 , 提升员工幸福感; 相较之下 , 生产性服务

业则通常实施利诱型的、市场导向的 HPWPs, 企

业以短期、交易的观点来看待员工, 不利于员工

职业发展和幸福感。 

6  总结与展望 

6.1  理论贡献 

(1)本研究厘清了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各维

度(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关系幸福感、健康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对 HPWPs 与员工

幸福感各维度的关系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本研

究基于 55 项独立研究的数据, 对 HPWPs 与员工

幸福感各个维度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了系统的检

验, 发现 HPWPs 与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关

系幸福感和健康幸福感均为显著正相关, 即具有

“一致效应”。这一结论支持了“双赢论”, 是对现有

研究的重要扩展, 有益于全面理解 HPWPs与员工

幸福感的关系。 

(2)本研究发现, HPWPs 对健康幸福感具有正

面作用, 研究结论不支持 HPWPs对员工幸福感具

有“矛盾效应”的观点。以往研究发现, HPWPs 对

员工幸福感具有“矛盾效应”, 人力资源实践在改

善某方面幸福感的同时, 会破坏另一方面的幸福

感 , 尤其会损害健康幸福感(Guerci et al., 2022; 

Van De Voorde et al., 2012), 即具有“双刃剑效应” 

(Grant et al., 2007)。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HPWPs

对健康幸福感不仅不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甚至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一研究结论与现有研究

结论不同, 颠覆了现有研究对 HPWPs的负面评价, 

启示学界重新认识和审视 HPWPs 的价值。 

(3)本研究拓展了对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

系的边界条件研究成果。以往有关 HPWPs 有效性

的调节变量主要关注组织特征(组织文化与工作

特征)以及个体认知差异, 而本研究对于二者关系

的情境制约因素从个体和组织层面扩展到更为宏

观的文化和行业层面。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跨文化及行业的研

究成果, 而且为深入理解 HPWPs与员工幸福感的

关系界定了更为清晰的边界条件。 

6.2  实践启示 

(1) HPWPs 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组织实施的

人力资源实践, 更加取决于员工对 HPWPs的感知

和评价, 因此, 组织在设计 HPWPs 政策与开展

HPWPs 实践时, 应具有用户思维和产品思维导向, 

切实考虑员工作为内部顾客的感受, 从员工体验

的视角, 基于员工的需求开发出有针对性和适应

性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 以更好的匹配员工对工

作资源的需求。 

(2)组织在设计和实施 HPWPs 时, 应关注员

工的文化价值取向。本研究发现, 文化价值取向

显著调节了 HPWPs 对员工幸福感的作用。建议组

织在实施 HPWPs时, 应考虑员工的文化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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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组织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 重视员工的成长

与发展 , 提升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与忠诚 , 使

HPWPs 的有效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3)医疗服务业员工感知的 HPWPs 对心理幸

福感的积极作用强于生产性服务业, 因此, 组织

应根据行业特征调整 HPWPs, 使组织战略与人力

资源策略相契合, 组织目标与员工目标协同一致, 

才能达成组织绩效与员工幸福感的双赢。 

6.3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 (1)样本量为 53 篇实证文献, 

样本量相对较小,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

结果的稳定性。(2)仅纳入了中英文文献, 未将其

他语言的文献纳入分析, 可能存在一定的文献选

择偏差。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更多语言的文献 , 

对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检验

和讨论。(3)部分元分析的效应值数量偏少, 行业

主要集中在服务业, 其他行业的样本量偏少。 

未来的研究应从下述方面进行拓展:  

(1)纳入更多的文化维度(例如不确定性规避、

阴柔−阳刚、放纵−约束)和行业变量, 以进一步验

证现有结论的跨文化和跨行业的一致性。(2)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关系的中间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

本研究检验了 HPWPs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 而且

探讨了文化背景和行业对员工感知的 HPWPs 与

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

究两者关系间潜在的中介机制(如工作期望、员工

自我效能感等 )。 (3)未来的元分析研究需要对

HPWPs 与员工幸福感的跨层次关系开展进一步

的探索, 以期进一步明晰 HPWPs 提升员工幸福

感、实现员工幸福和组织绩效双赢的过程及制约

情境。(4)新的人力资源实践在不断涌现, 例如可

持续人力资源管理、幸福导向人力资源实践、健

康导向型人力资源体系等, 未来可以进一步检验

更多新的人力资源构念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以

帮助企业更好地对员工进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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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impair employe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meta-analysis  

ZHANG Xinggui1, HU Xiandan1, SU Tao2 
(1 School of Busines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52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employee well-being and to te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al and industry differ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y conducting a meta-analysis based on data from 55 independent studies in 53 research papers 

with a total study sample size of 51, 75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A high performance work system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ll dimensions of employee well-being. i.e., a “consistent effect” rather than a 

“contradictory effect”. (2) Cultural context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nd employee well-being.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loyees' perceived high-performing 

work system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health well-being in the high power 

distance and collectivist cultural context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f employees with low power 

distance and individualistic tendencies. (3) The industry in which the employees serve has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high-performing work systems and employee 

well-being.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high-performing work system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stronger for employees in the health care service industry than in th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however, 

the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perceived high-performing work systems and health well-being was lower 

for employees in the health care service industry than in the production service industr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re-understand and examine the value of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Keywords: 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employee well-being, cultural context, industry differences, 

meta-analysis 


